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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译者的主体性 …………………………………………………………4 











































































































































































































Scott 与 Marshall（2009），Buchanan（2010），Milton 与 Bandia（2009），
Buzelin（2011），Kaptelinin 与 Nardi（2006），Kinnunen 与 Koskinen（2010），
以及 Khalifa（2014）皆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各自关于译者“能动性”（agency）



















































































































































































































































                                                             
1 “通事”一词在英语中经常被翻译成 linguists， 如在文献 Hunter (1994)、Dyke & Arthur 
(2005)中。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中国，“通事”一词指那些中国本土负责与外国人
打交道的笔译者或口译者。 
2 在行商制度下，行商是一个集团，垄断了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 (Hunter 1994: 20)。
他们控制了对外贸易，并且担任了很多种类的官方职责，包括代表清政府处理对外事
务 (萧国亮 2007)。 


































































捕被控的鸦片贩子，搜集他们犯罪的证据。（Chang 1970: 128，我的译文） 
 
林钦差在 16周内关押罪犯人数和没收鸦片烟枪数量分别是邓廷桢总督 3年






































































                                                             



























云泉  2004: 191）。这一观念自先秦以来便植根于中国国土，其余迹直到近世
仍清晰可见。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政府官员普遍持有的自我中心
之心态便不足为怪。不过，单单这样笼统来讲，也有失偏颇。其实，第一次鸦






所代替（李云泉 2004: 272）。 
此即是说，1840年前后，随着朝贡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华夏中心地位之思
想观念虽依旧存在，但已面临西方外交制度的冲击。此时期是东西方外交体制







































                                                             
7 据原文所述：“The attendant was not so tall, but an exceedingly muscular and powerful 























































































































































































一册 1978: 515） 
可以看出，这里的“张彤云” 是由某董事推荐给张绅8的。并且，董事亦向张绅










































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68），充分说明黄仲畬和英国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是日申刻，佛夷令该士卒，排队执械推炮，约三百余众，游街于郡城以外。
夷等本欲排队进城，因团练局张锦文会同英夷之已退通事张彤云、洋商梁超


































































































































































































































学习，我现在（1852 年 5 月）仍然留着这位老师。当我开始在裁判司署任
职时，由于我不时要用广东话进行口译，因此我雇用了另外一位老师，教我















                                                             
9郭实腊是德国籍的波美拉尼亚人，这个时期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工作。此时李泰国
















































































































































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liams）所言： 
南京谈判的成功，他有很大功劳，完成了大量的英译中、中译英，他的态度
联系到整个事件的处理，赢得了中华帝国钦差大臣的高度信任，他们完全不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e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r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oo,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 or 
Consular Officers, 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or towns, to be th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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